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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中国当代民族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的淡化乃至被遮蔽 ,经由觉醒到深化等阶段 ,以

及这样的主体变化过程对文学的复杂影响 ,我们发现 ,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中包含有民主意识 ,并演

化为启蒙追求 ;民族文化身份中文化因素从单一向多重的综合将成为趋势 ;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

性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力量 ,制约着民族文学文化身份意识的人道政治追求的必然性。这三个方

面所形成的合力 ,是可以避免单纯的身份政治 ,而延伸出差异意识乃至建立人道政治的。民族文

化身份作为一种边缘性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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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理论对族裔问题和文化归属问题的思考中 ,文化身份问题浮出历史的地表 ,其所

激发出的灵感 ,不仅是作为一种研究路径被引入文学研究 ,而且激活了第三世界和前殖民地国

家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民族意识。但是问题也相应地被提了出来 ,即文化身份意识有可能走

向单纯的身份政治。所谓的身份政治是以确立自己的身份为目标和原则的组织行动。在爱德

华·萨义德看来 ,身份政治和人道政治的关系是 ,身份政治是维护被压制的身份所采取的第一

步抗争 ,但它本身并不是抗争的目的。抗争的目的是实现人道主义 ,所以只有人道政治才具有

解放意义 ,它的终极价值是身份政治所不能替代的。所谓人道政治 ,后殖民理论认为 ,有两个

重要的特点 :其一 ,淡薄是从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目的出发 ;其二 ,它不仅是社会改革的基础 ,

而且更负有“启蒙”的任务 ,具有“启蒙”的意义。所谓差异意识 ,也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有价值

的思想 ,之所以强调差异 ,是为了避免简单地以逆反二元对立论来强调第三世界相对于第一世

界的特殊性 ,从而再度落入殖民话语的逻辑控制之中。强调差异是从人道主义出发 ,为了人道

主义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岂止是在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有差异 ,其实 ,差异存在于

多种生存领域 ,只有意识到差异的普遍性 ,才能产生普遍性的批判和对抗意识 ,人道政治才能

形成。文学中美学意味的生成主要来自于对人的精神追求的艺术描绘和传达 ,来自于对人的

精神家园的勾画和期盼 ,从总的目标上 ,与人道政治是同一的 ,因此 ,对于民族文学中广阔的有

价值的审美空间的形成 ,人道政治和差异意识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考察和研究民族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及其所发生的复杂作用 ,包括其能否避免身份政治

及其可能的走向 ,当代中国民族文学是个极好的考察和研究对象。在诸多民族中笔者选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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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学和蒙古族文学为个案。首先 ,这两个民族特色鲜明、居住相对集中 ,聚集区一个是雪域

高原 ,一个是辽阔的草原 ,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氛围对文化身份的形成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

其次 ,这两个民族的文学发展 ,包括创作和文学批评 ,都有可描述的丰富对象和基本水平 ;再

次 ,这两个民族文学的主体部分大都有双语背景 ,并且基本用汉语写作。

一、当代中国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的历时性描述

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 ,是特定文化中的主体对自己文化归属和文

化本质特征的确认。文化身份认同是与人的现代性分不开的。在我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许多年里 ,身份问题一直没有成为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自我建构和社会关系位置的自觉主体

意识。而民族文学的文化身份意识更加淡薄乃至丧失 ,自然地在后来的文化环境中就有觉醒、

恢复等阶段。淡薄乃至丧失的第一阶段除外 ,第二和第三阶段其实也是共时性的现象。本文

将纵向描述 ,旨在勾勒出一个框架 ,以便进行比较性的描述。因而本文在归纳中是有比较的 ,

在比较中描述出各民族文学的复杂性。

1. 文化身份意识淡薄乃至丧失阶段。新中国之初 ,少数民族作家是在民间文学的营养滋

润中走向文学的。民间文学给予了他们文学的热情和才华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扎拉嘎胡、

乌兰巴干、朋斯克等 ,还有用双语写作的敖德斯尔等 ,都描述过自己这样的文学背景。敖德斯

尔说自己“生在一个文盲家庭里 ⋯⋯上了中学 ,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学 , ⋯⋯我所接触的唯一文

化生活 ,就是那唱不完的蒙古民歌和充满浪漫色彩的蒙古民间故事以及拉四胡的民间艺人说

唱的各种演义。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 ,给了我奶汁一样的营养”。① 扎拉嘎胡也说自

己在童年和幼年时期 ,经常通宵达旦地听蒙古民间说唱艺人演唱《蒙古秘史》和蒙古民间故事。

这些民间文学所培育起来的初步文学修养和热情 ,成为动力 ,推动着少数民族作家汇入当时共

同的文学潮流中 ,而这个文学潮流的基调 ,就是经过第一、二次文代会所定下的描写社会主义

的新生活 ,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应该说 ,这个基调与全国各族人民对新中国的欢欣、对新生活

的热爱和憧憬是相契合的。历史进程的共同性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把用艺术表现新中国共同

历史任务和历史境况引以为己任。比如玛拉沁夫就认为 :“一个少数民族作家 ,应当写以歌颂

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② 于是 ,历史的特定条件以及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情

感积累和指向 ,自然地使他们淡化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

因为文化身份意识的淡薄乃至丧失 ,少数民族作家民族的审美视点与汉族作家取得统一 ,

即“看他”,所谓的“他”,固然也可能是民族的生活 ,但是审美指向和寄托却不是民族的 ,不是民

族自己的独特诉求 ,而是当时中国总体生活中所共同的追求和情感。比如敖德斯尔写于 1962

年的《撒满珍珠的草原》,通过草原上推广人工配种细毛羊这一新生事物 ,展开了先进与落后的

矛盾冲突 ,并在这样的冲突中渗透进阶级斗争因素 ,表现的是阶级斗争、干部的工作作风、党的

正确领导等。扎拉嘎胡的《草原的早晨》,是作家深入包头钢铁基地 ,有感于第一代蒙古族工

人、冶金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的忘我的劳动、主人翁精神而写作的 ,可以说 ,这是当时

整个新中国生活的横断面 ,创作基点与汉族作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后来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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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时 ,尹虎彬曾提出 ,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的是当时写得滥

熟的阶级斗争题材 ;这类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受到好评 ,是因为它适合了政治模式的小说热。它

们大都是他民族 (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 ;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

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 ,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

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

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 ,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① 当代藏族文学是以 20 世纪

50 年代西藏解放为开端 ,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由此确立 ,因为这是以外来先进之力推翻了一个

落后制度 ,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神王统治土崩瓦解 ,继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方面全新的输入。

解放之初西藏文学创作主要是由进藏解放军的文学家们所承担的 ,他们的文化身份是汉族文

化传统的军人 ,如徐怀中、高平、刘克、杨星火等。至于藏文新文学 ,其历史很短 ,藏文新文学无

传统可循 ,藏文文学作者即便有很深的自己文化身份的意识和情绪 ,也因语言的隔阂而无法为

我们所知。而用汉语写作又明显具有藏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藏族作家 ,则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

崛起。因此 ,在民族文化身份淡薄、被遮蔽的阶段 ,藏族文学基本是个空缺。其他少数民族文

学中情形也与前述的蒙古族文学大致相似。

从宏观来说 ,这样的所谓“看他”在客观上造成一些民族审美情感的流失 ,各民族文学之间

众语喧哗、可以相互交叉检验的总体文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 民族文化身份意识觉醒阶段。民族文化身份意识觉醒的客观因素很多。新时期以来改

革开放中的民族政策 ,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 ,生活领域的扩大等是社会性的因素。人文方面的

因素可能在于全国文学格局中的文化寻根思潮 ,探寻久已消逝了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求给予

文学的灵感 ,在民族作家那里 ,则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对于探寻自己之根的

重要。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质疑和解构 ,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介绍到本土

后 ,人文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以往东方在西方视野中被规定为“他者”的严峻处境 ,这给予民族作

家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思考民族地位的眼光和视角 ,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开始觉醒。

觉醒后的民族文学书写从“看他”转向了“看己”,所谓的“己”,意思是开始正视自己本民族

的存在 ,正视民族心理的历史变化 ,包括开掘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剖析本民族文化心

理、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等 ,还包括赞美性的描绘、审视式的反思和质疑 ,乃至探询本民族在当下

的心理走向等所有方面在内。

1984 年蒙古族小说家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被蒙古族文学批评家认为是蒙古族文学

中文化意识觉醒的标志。是“后草原小说”② 的开始。小说着意刻画了牧民扎拉嘎 ,他本来是

敢于向蛮荒和权势斗争的硬汉子 ,可是却在怯弱贪婪而又善于使阴耍赖的塔拉根的步步挤压

下退却忍让。传统伦理中的利他原则变成了软弱。这是蒙古族小说里第一次写牧民 (扎拉嘎)

精神和性格的负面 ———懦弱、委曲求全 ,而且从风格上也出现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因素和

成分减弱乃至衰微 ,增添了缠绵、哀伤、幽怨、惆怅的阴柔气息。小说风格的变化仅仅是外在征

候 ,内里的根本是文化身份意识促使作家体验和反思本民族文化的积弊与弱点。

与反思民族文化同步的还有对民族精神的张扬。被认为是 1990 年中国短篇小说精粹的

蒙古族作家雪波的《原野上走着一个罗锅》,以浓厚色彩的东北乡村为背景 ,刻画了一个叫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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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的孩子 ,在艰难的环境中 ,由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变成身体蜷曲的罗锅。作家极力地赞美了

这个罗锅的坚韧、顽强的美德。笔者认为这是来自于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审美体验 ,是出自于

民族文化意识的自我述说。

藏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是尊重自己的艺术感受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

追求。1985 年 6 月号《西藏文学》的“魔幻小说特辑”发表了扎西达娃的中篇《西藏 ,隐秘的岁

月》、色波的《幻鸣》、刘伟的《没上油彩的画布》、金志国的《水绿色衣袖》、李启达的《巴戈的传

说》。① 这些小说产生的时候 ,西方各种文学流派正在陆续被介绍到本土 ,但是藏族文学唯独

对拉美的“爆炸文学”一拍即合 ,原因何在 ? 南美高原与西藏高原在自然地理方面有着惊人的

相似 ,地貌近似、物种相近 ,而藏人与南美土著印第安人在诸多方面也极为相似。可以推断 ,西

藏作家忠诚于他们的艺术感觉 ,这些汉、藏作家在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中

悟出了自己的出路 :氤氲在西藏的那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感、新鲜感、怪异感 ,浓烈的宗教、神话

氛围 ,仿佛使作家自己也神乎其神了。西藏作为藏文学发生的主要地域 ,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

势 :藏民族是一个宽容的民族 ,又恰逢宽容的时代 ;新时期以来 ,西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比较好

的外部环境 ,多方吸收异域和他民族的优秀营养 ,使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所以 ,藏文学和其

他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觉醒后的表现不尽一样的是它的开放性和探索性。

3. 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深化阶段。这一阶段与觉醒阶段绝非单纯的历时性关系 ,也交叉地

具有共时性关系。在这个阶段 ,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识渗透在创作里 ,情形变得复杂起来。

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蒙古族文学批评家黄薇曾经尖锐地抨击了一些汉

族学者所谓的“民族文学作家和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本民族初始的本真的存在状态 ,而不是

更多的注意他们已被改良或改造的所谓新生活状态”。② 黄薇批评说 ,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

视 ,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误解 ,她认为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初始”,当然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

“本真”,绝对的民族本质只是一个幻想。她还认为 ,只要是民族的历史 ,不管是“初始”还是“新

生活”,都是民族作家所应该关注的 ,同时还更应该关注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的精神及

心路历程。③ 黄薇的言辞可能是比较激烈和情绪化的 ,但其中流动的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

学的动态性把握的思维方式 ,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文本中可以看出身份意识引申出的情形要复杂的多 ,那就是浓重的怀旧情绪。以藏族

作家央珍 20 世纪 90 年代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为例 ,这部作品被出版者称为“在一定意义

上可谓是一部西藏的《红楼梦》”。小说以贵族家的二小姐为叙事的线索 ,从拉萨的府邸到乡村

的庄园 ,这位小姐亲眼看到和体验到了家道的兴衰和世态的炎凉 ,体验了上下尊卑等不平等。

小说的叙事对贵族生活秩序和情调给予深深的怀恋 ,以细致的笔调描写贵族的生活场景 ,传达

出其高贵、古典之美 ,并且以不复存在之物为浪漫 ,以尊卑有序的人际关系为田园牧歌。如果

说 ,文学是对于人的精神的关注 ,那么 ,《无性别的神》关注的则仅仅是贵族的精神寄托 ,而最一

般意义上的人却被摈弃在关注视点之外 ,贵族意识强烈而民主和启蒙的意向弱化。由此可见

民族身份意识投射到审美活动中的复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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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新时期文学的主力 ,因此 ,将他们共同列在这里。



这样的复杂有走向固守住本民族文化的可能 ,对自己民族一切优根乃至劣根 ,都报以确

认、赞叹和保护的态度 ,唯一的根据就是因为它是民族的。也可能表现为开明地追求民主 ,表

现为对民主的诉求。

二、文化身份意识走向人道政治的可能

在民族文学中 ,一方面我们希冀作家和批评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和深化 ,以开辟出民族

文学的广阔空间。但在另一方面 ,又担忧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会不会走向身份政治 ,这是当我们

引入文化身份概念而进入文学研究后所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笔者以为 ,在中国这样多民族

的国家里 ,民族文学的发展是可以避免走向单纯的身份政治 ,而延伸出差异意识乃至建立人道

政治的 ,这是从前面梳理的民族文学的身份意识所包含的共时性因素和历时性因素两方面 ,以

及民族文学与文学整体的互动、作家体验的复杂多样性等诸多因素中得到的结论。

1. 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中都程度不同地含有民主的意识 ,而民主的意识在民族人

文知识分子和作家那里 ,往往演化为“启蒙”意识并外化为启蒙追求。这是由于新中国建立时

一些少数民族跨越式地进入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 ,阶级压迫的问题解决了 ,可是民主的观

念、人的意识及个性的自由等意识问题其实还远没有获得 ,这个阶段的启蒙任务还是潜在地存

在 ,并不断对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提出要求。无论作家是否意识到 ,其实 ,他们的文化身份意

识里都含有这些方面的意识 ,这恰恰构成了身份意识的复杂组成。在此 ,笔者以藏族文学里的

一个现象为例来看民主意识的坚韧和价值。

1987 年第 4 期《西藏文学》曾发表一首由民俗学家德庆卓嘎在藏北当雄草原搜集的民歌

《强盗歌》(其实应译为《好汉歌》) ,赞扬以打盗为生的人们 ,其生存方式秉承藏族文化传统 ,在

人们世代传唱中回荡着英雄气概。应该说藏族作家就是在诸如《强盗歌》这样的豪放、粗犷有

血性的民间文学滋养下走向文学的。可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他们在同样的这类生活的叙述

中作怎样的艺术想象呢 ? 以扎西达娃的以血亲复仇为题材的小说《没有星光的夜》为例 ,在这

个叙事性文学文本中 ,所依赖的文化背景依然是《强盗歌》。主人公阿格布 ,曾经当过解放军 ,

并且是一名共产党员。有一个人寻找了他 10 年 ,这个人要向阿格布报父辈的杀父之仇。现在

两个人相见了 ,复仇的人要报仇 ,阿格布在对手面前虔诚地跪了下来 ,他要求对手原谅他父辈

的罪过。在藏族文化传统中 ,父辈欠下的血债 ,必须由儿子来偿还 ,而且 ,真正的好汉是应该迎

着对手一决雌雄的 ,阿格布此举无疑是背上了悖逆传统的奇耻大辱。阿格布以妥协的但又不

乏正义凛然的方式 ,以进步之力化解了荒唐的杀父之仇。此刻 ,站在新的文化视野上的是理性

健全的汉子 ,小说叙述中 ,让阿格布对天呼喊出“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具有民主和开明色彩的警

世之语。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使命》一书中指出 :“原始道德意识是种族意识和社

会意识。其中道德的主体是种族 ,而不是个性。作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复仇是种族的行为 ,它是

由种族在种族关系上来实现的 ,而不是由个体在个体关系上来实现的。”① 如果说 ,在《强盗

歌》中为父辈复仇是出于种族关系的话 ,那么 ,在《没有星光的夜》中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凸显了

出来 ,人是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单个人 ,没有责任和义务用生命和鲜血为父辈承担血债 ,而

一代代不断地为父辈承担血债 ,那何时是了呢 ? 这是以人为本 ,重视人的现在生存状态的思想

15

走近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 　

① [俄 ]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 :《论人的使命》,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19 页。



体现。这样想象人与现实的关系 ,出自扎西达娃这个年轻作家笔下 ,是很自然的。与《没有星

光的夜》几乎前后的一批这类的作品 ,比如班果的《雷电下的羔羊》、《杀手》,才旦的《零点时分 ,

草原发生械斗》等作品的主题都向重视现世人的价值、珍视生命的方向发展了。这些变化 ,标

示出藏族小说家突破了原来对生活的眼界 ,表现出对人类别样的好奇和热爱 ,对人性的复杂和

多面的忠实描绘和宽厚理解。对生命的珍视和关注是系于每个生命个体的 ,剥去传统中凝滞

的不人道的东西 ,这无论怎样说都是历史进步的标志 ,是叫人高兴的事。

民族文化身份中的启蒙意识 ,在有些作家那里则表现为随着生活的变化 ,思考人的存在、

思考幸福究竟在世俗中还是在精神中 ? 比如蒙古族作家敖·奇达布日的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

里》,塑造了一个踟躇徘徊在佛门和家门之间、灵魂游荡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的活佛桑布道尔吉。

桑布道尔吉六岁进寺庙 ,成为他所嵌入的那个文化格局的承载者和体现者。但是无法泯灭的

青春觉悟 ,还是让他爱上了高娃 ,高娃唤醒了他枯萎和僵硬的灵魂 ,他的心被“一种朦朦胧胧

的、美梦一般的幻觉所缠绕着”,他第一次听到了来自生命的吟唱。可是后来在桑布有机会离

开寺庙时 ,他还是拒绝了世俗 (当然有一个突然出现的生理障碍 :这是潜意识造成的生理现象 ,

以作为拒绝世俗的借口)重又走回寺庙。在肉体和精神之间 ,桑布选择了后者。桑布的一生始

终在与世俗 ———起先是肉欲 ,然后是物欲 ———抗争 ,他努力寻找着一种不被世俗所污染的精

神。小说所贯穿的是人类对精神价值的由衷向往 ,宗教 ,在小说里不过是一个伪托 ,一个象征 ,

象征着与世俗对立的另一端 ———精神。当然最后这个“大漠一神”的桑布道尔吉死了 ,他的死

是对世俗的最后的抗拒。蒙古族批评家黄薇认为 ,这篇小说既有对人类精神追求的肯定 ,可是

也有潜在的询问 :幸福究竟是在世俗中还是在精神中 ? 小说没有给出简单的结论 ,而是遗留了

问题 ,启示人们思考人类最终的归宿。这样浓重的启蒙色彩 ,是从多重角度产生的 ,或者说是

从单纯的民族文化角度摆脱出来之后才能产生的 ;或者说 ,这是文化身份觉醒 ,有了“看己”的

自觉之后才会发生的。用心地看“自己”的民族 ,审视本民族心的律动 ,也就更能在简单、平实、

古典的叙述中抵达事物的本质。

2. 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中文化因素从单一向多重的综合 ,将成为趋势 ,这个趋势对于身

份意识中的差异意识和人道政治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民族文化身份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和社

会中形成的 ,构成的客观因素是复杂的 ,所以 ,身份意识中既有本民族的文化因素 ,也有他民族

的文化因素 ,从单一向多重的综合 ,会成为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历史性特征。在全球资讯、交

通日趋便利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使得一种文化中的人在另一种文化

中活动 ,身份会越来越不确定 ,往往表现为在不同的场合和语境中 ,凸显出不同的文化身份来。

在我国 ,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及作家大多同时受汉语和母语双重教育 ,蒙古族作家中的玛拉

沁夫、扎拉嘎胡、敖德斯尔都是在汉语和蒙语双重语言培育中走向文学的。藏族作家中的扎西

达娃、色波、阿来 ,都从小受汉文化熏陶 ,完全是用方块字作思维构架 ,即便是益希丹增、央珍这

样的娴熟藏语者 ,也是极为精通汉语 ,并且是用汉语写作的。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潜移

默化地渗透到他们的文化态度、审美情趣之中 ,这些因素形成合力 ,使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意

识具有多重文化因素。仅从汉语和母语对作家的影响来说 ,一个极典型的例子是阿来。以《尘

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在《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说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

的藏族人”,“从童年时代起 ,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他说“我作为一个藏

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

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特质。”而“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 ,我使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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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 ,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他说 ,他与许多西方作家的优

秀作品是在汉语中相逢的。① 从阿来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汉族和藏族双重文化身份对于他创作

的影响。

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中双重或多重文化因素对于创作主体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文化身份

意识中的文化因素不仅是本体论意义的 ,也是方法论意义的 ,或者说 ,它的主要作用是渗透在

审美过程中的作用。第一 ,拓宽审美视野。宽阔的审美视野易于促使作家参与探讨人类共同

感兴趣的问题 ,也易于形成对人类的终极性关怀。比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不止探索藏人土

司制度的崩溃和土司的人生归宿 ,更是探索作为人类一部分的藏人的生存状态。他认为藏族

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又说 :“欢乐与悲伤 ,幸福与痛苦 ,获得与失落 ,所有这些需要 ,从

他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 ,生活在此处与别处 ,生活在此时与彼时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

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 :人。”② 小说在凸现人的生存状态的特殊性

(土司制度)的同时 ,也艺术地模糊了人或“人的过程”的特殊性与普遍意义的界限 ,突破了题材

局限 ,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局限 ,提升到了人类的层面。第二 ,增加审美感知的复杂性。审美

感知的复杂性 ,从作家的感受来说是痛苦和无所适从感 ,而从艺术创造来说 ,又是极难得的情

绪体验。最为极端的外来文化的人进入另一种文化之中极度的无所适从感的例子 ,是当代西

方最有成就的描写印度的英国女作家露·普·贾布瓦拉。贾布瓦拉以婚姻的方式与印度至少是

在形式上相互接纳 ,她既熟悉印度同时又在血缘和文化上与英国文化难以分舍。她长时间秉

承着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双重身份 ,体验着不能融入又不忍离去的矛盾和困境。这样的痛

苦侵浸着她敏感的心 ,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 ,因此这几近于对文学对人生的终极性追问。就是

在这样的痛苦中她事业有成 ,她的笔下 ,“有知足长乐土生土长的印度人 ,也有向往西方物质文

明的欧洲化的印度人 ,还有憧憬印度精神文明的印度化的欧洲人 ,以及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交锋

中无所适从的‘世界公民’”。③ 如贾布瓦拉这样的复杂审美感受是极其珍贵的 ,应该说 ,复杂

感受给予她的痛苦赋予她宽阔的审美视野 ,成就了一位跨文化的作家。第三 ,获得空间意识。

文化身份能够提供给作家以“看”的自觉性。而双重或多重文化因素 ,能给予审美主体多角度

“看”的可能性和“看”的自如转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已经意识到“事实的存在远没有在诗

学意义上被赋予的空间重要 ,后者通常是一种我们能够说得出来、感觉得到的具有想象或具有

虚构价值的品质 ⋯⋯空间通过一种诗学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 ,这样 ,本来中性的或空白

的空间就对我们产生了意义”。④ 萨义德引述了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的观

点证实自己的看法 ,而且列举了文学经典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

司》,说明空间总是审视者“看”的空间 ,有意识的占有才有“看”的自如 ,“看”赋予了空间以题材

的意义 ,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这是可被普遍运用的审美视角和方法。

3. 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力量 ,制约着民族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的

人道追求的必然性。勃兰兑斯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告诉我们 ,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

的 ,而是和其他文学现实网状地交织在一起的 ,了解了整体 ,也就了解了部分 ,而只有了解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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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 :《落不定的尘埃》,《小说选刊》增刊 ,1997 年第 2 期。

参见阿来 :《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作家通讯》2001 年第 2 期。



分才能更好地了解整体。我国的当代文学是由多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 ,各民族文学是互相影

响参照的。从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来看 ,强势文化总会影响到弱势文化 ,全国文学发展的总体

思潮和趋势必然会影响民族文学的发展。前面所述的民族文学中文化身份意识淡化乃至被遮

蔽的阶段 ,恰恰是这样影响的负面效应。现在我们从正面效应来考察中国文学总体格局对民

族文化身份意识的人道追求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文学的寻根思潮影响了一批作家 ,

询问民族文化之根开拓出别样的审美空间。当时西藏的魔幻小说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

响 ,这可看成是域外的文化的影响 ,但是何以在此时发生影响 ,则与当时全国文学中的寻根思

潮不无关系。《西藏文学》1985 年 6 月号“魔幻小说特辑”题为《换个角度看看 ,换个写法试试》

的编后语说 :“西藏因其神奇、神秘而令人神往 ⋯⋯藏族人坦率淳朴 ,然一经交往你便会发现他

们与汉族人的心理素质、思想方式都不尽相同 ,更不待说风情习俗等等。写西藏的文学作品 ,

如何能传达其形态神韵呢 ? 生活在西藏的藏汉族作家们苦恼了若干年 ,摸索了若干年 ,终于有

人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中悟出了一点点什么 ⋯⋯不是故弄玄虚 ,不是

对拉美亦步亦趋。魔幻只是西藏的魔幻。有时代感 ,更有凝重的永恒感。其中奥妙有待读者

用心体味。”当我们将西藏文学的魔幻小说和当时的寻根文学联系起来 ,会看到后者对前者的

影响。简言之 ,民族文学不是孤立的与全国文学格局相分裂的状态下形成和发展的 ,全国文学

格局对民族文学的影响 ,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影响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识的内涵。

以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人们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 ,自然会关注民族文学发展中

的人道政治和身份政治的关系问题 ,而笔者通过对民族文学事实的梳理得出的结论是 ,在我国

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 ,民族文化认同不会走向身份政治 ,而是必将走向人道精神。这也从民族

文学发展的角度丰富了民族学的理论。

三、民族文化身份———边缘性存在的意义

提出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走向问题这个学术行为本身 ,就表明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 ,关注的主要原因是缘于它的边缘性。我们应该认识民族文化身份作

为边缘性的存在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齐格蒙·鲍曼在他的极有影响的《立法者与阐释者 ———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

书中提出 ,目前 ,随着现代性的逐渐消逝 ,知识分子也由社会的立法者的角色转变为后现代性

阶段的社会的阐释者。他认为 ,现在 ,社会的中心已然被后现代性、相对主义和艺术市场逻辑

所左右 ,而现代性阶段知识分子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 ,则居

于社会的边缘 ,被冷淡、遗忘和抛弃。“在知识分子的其他活动领域中愈是靠近这一中心 ,愈是

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后现代的震撼。实际上 ,这已经成为了现实”。① 但是鲍曼也指出 :“作为划

分知识分子实践之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不过是表明了在某一历史时期中 ,某一种实

践模式占主导地位 ,而决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存在。即使是把‘现

代’与‘后现代’看作是两个相继出现的历史时期 ,也应认为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关系

(毫无疑问 ,‘现代’和‘后现代’这两种实践模式是共存的 ,它们处在一种有差异的和谐中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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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中 ,只不过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 ,某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 ,成为主

流) 。”① 鲍曼的这个观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告诉我们 ,不能铁板一块地看待现在的社会现

实。在现在的中国社会 ,确实已经出现了后现代性的征候 ,但是属于现代性追求的启蒙的目

标 ,依然顽强地存在。从前面的论述中 ,已经可以看出 ,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识中 ,是包

含有启蒙意识的 ,因此他们的文学也相应地具有启蒙意义 ,这种启蒙意义并不是蕴涵在现代科

学知识和现代生产技术乃至现代行政管理手段之中 ,更多的是形成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上的

向心力 ,一种来自本民族传统 ,本民族血缘特质的呼唤。

这种呼唤 ,对主流的文化具有警示、制衡的作用。在后现代征候中 ,是现代性的一块保留

地。用鲍曼的看法就是 ,现代性相对于后现代性所体现出一种精英的精神 ,区别于后现代性导

向的认识主体的自我解构。精英精神执着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 ,这种精神在认识上的内涵

是开拓进取、勇于自我解剖、与强权压迫针锋相对斗争的姿态。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意

识 ,依然执着于对自己民族精神的认识和建构。有一个诗人曾说过 ,边缘并非是世界结束的地

方 ,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这种“阐明”的过程意味着自我的凸现 ,而“自我”不仅仅是一

个认识的主体 ,同时也是认识的对象 ,比如前面所述的藏族作家在文本中借小说人物发出的

“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呼喊 ,就是对自己民族的再认识。这个认识的过程包含着一个认识尺度

的问题。在“自我认识”当中 ,作家不会仅仅用外来文化中裹挟的文化尺度来评判自身文化 ,而

是更多的从自身文化当中提炼精华 ,提炼本民族文化的意象、禁忌、思维方式等等 ,作为自我认

识的方式和尺度。这是作为边缘的文学阐明自己的轨迹。在我国这样多民族的国家 ,每个少

数民族的作家如果都进行自我民族的再认识 ,并以此提炼本民族文化 ,就会产生多种民族文化

的相互交叉检验和借鉴的机制。这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兴盛和民族团结都是有意义的。

从批判与边缘地位的关系来看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也是有意义的。已有学者意识到并强调

边缘地位所能产生的批判机制和力量 ,认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必然是站在“边缘”立场

上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潮流及其在实践中产生的弊端所进行的批判。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

少数民族作家 ,处于边缘地带 ,他们更有从容的心态冷静地观察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艺术的

审美活动。比如鄂温克族小说家乌热尔图处于地域、经济、文化边缘地带的呼伦贝尔草原。他

从相对于汉文化而言为非主流文化的草原鄂温克文化 ,从与现代大都市相距遥远、与大自然更

接近的呼伦贝尔草原 ,思考了一些我们处于文化中心地区所忽略和无法想到的问题。他在《大

兴安岭 ,猎人沉默》中描绘了告别森林和狩猎的鄂伦春民族的复杂难言的感情 ,也提出了在森

林里长久生活的人口繁衍到一定程度后就应该离开森林 ,以保持森林的平衡和安宁。在《不可

剥夺的自我阐释权》一文中他还提到 :“千百年来 ,处于人类早期社会的成员们以不可遏止的述

说的冲动 ,维系着部族的意志 ,传递着整个群体的生存经验 ,在他们中间自我阐释的愿望和自

我阐释权利的运用已成为合理的存在。”② 乌热尔图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这些述说 ,不论是

否存有偏激 ,毕竟提示我们 ,他们的边缘性和在其他语境中以沉默表现出来的边缘性 ,是一种

批评力量 ,无声地抨击颓败的现实和文学现状。同时 ,边缘性体验是激发文学激情和艺术想象

力的力量。这些对于文学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责任编辑 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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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ongxiang people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mpound and religious patriarchal

cultur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among the Dongxiang both came under the profound

influence from Islam and had some basic character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of patriarchal ethics.

In fact , i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that resulted in the compound and religious patriarchal culture

among the Dongxiang. Although this culture also exists among other northwestern Muslim groups , its

expression among the Dongxiang is particularly striking and contrasts with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among

the Han people. This study may provide a new angle of view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among the northwestern Muslim groups and form a dialogue with the lineage studies of the Han people.

Keywords 　Dongxiang ; religious patriarchal culture ; patriarchal clan study.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Ethnic Literature : An Approach to

Humanitarian Spirit Liu Lili (47)⋯⋯⋯⋯⋯⋯⋯⋯⋯⋯⋯⋯⋯⋯⋯⋯⋯⋯⋯⋯⋯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ethnic literature and the complex influence of the subject change on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the ethno2cultur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contains the democracy consciousness and is

represented as the pursuit of enlightenment , that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ethno2cultural identity tend to

shift from singleness to pluralist synthesis , and that , as a consistent force , the integrity of literature in

China checks the pursuit of cultur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ethnic literature for humanitarian

politic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hree forces can avoid onefold identity politics , give rise to diversity

consciousness and establish the humanitarian politics. As a marginal existence , ethno2cultural identity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words 　ethnic literature ; cultural identity ; humanitarian spirit ; identity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Language Danger : Also on the Causes of

Language Transfer Xu Shixuan (56)⋯⋯⋯⋯⋯⋯⋯⋯⋯⋯⋯⋯⋯⋯⋯⋯⋯⋯⋯⋯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language danger with plenty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as case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auses that result in language danger or even

disappearance. The major one of them , in contemporary time , is the voluntary language transfer. Then ,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various basic social elements that cause language transfer , such as population

structure ,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economic advantage. These elements interweave and exert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n the use of languages. And finally , the advantageous elements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anguages.

Keywords 　language danger ; language transfer ; assimilation.

On the Hierarchical Marriage of Rus2Pa among the Gro2Tshang Tibetans :

The System and Its Origins Zhaluo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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